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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术论文的引证情况能够体现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争鸣状况。通过对 《法

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所有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状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其引
证数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依然较低；主要引证法学尤其是

刑事诉讼法学文献；对域外文献的引用虽然总量不低，但语种为外语的较少；佐证

式引证较多且逐步增加，讨论式引证较少且逐渐减少，运用式引证较少，反对式引

证比例较低并不断下降。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沟通与交流广度有

限、实质性与深度不够。未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强化沟通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从而营造更为真实、充分的交流与争鸣氛围，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刑事诉讼法

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引证　 《法学研究》　刑事诉讼法学

一、导言：问题、材料与方法

　　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交流便无启迪，没有争鸣便无进步。学术研究中的交流与争鸣既
可以是研讨会上的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也可以是学术文章与著作中的引经据典、条分缕

析、评论批判。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这种交流与交锋离不开对他人文献的 “引证”。〔１〕

因为引证既是学术讨论中交流主题的重要指向，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础，为学术讨论搭建话

语平台。同时，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引证状况既能反映研究主题的学术历史与前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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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四川大学 “９８５”工程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与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项目的支持。赵琦、任烨、张璐、朱学、阚慧协助了本文的统计工作，郭松副教授、刘方权教授、兰荣杰博士、

马静华教授、何永军副教授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的考察对象为论文的 “引证”状况，而非 “注释”、“参考文献”。在本文的研究中，三者的区别体现在

计数方式上：一个 “注释”中可能有多个 “引证”，同一个 “引证”可能多次出现在不同的 “注释”中；被

“引证”的作品通常也是 “参考文献”，但同一作品被多次引证，也仅计为一个参考文献。



映 “学术产品的知识谱系和信息来源”，〔２〕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研究者对研究主题的关

注广度与深度以及对相关研究历史与前沿的把握。换言之，引证状况能够大致反映特定研

究者、特定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的交流与争鸣状况。对此，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也概莫能外。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及其学术交流状况是笔者多年来的学术兴趣之一。笔者认为，对之
做一个相对完整的梳理，对提升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

选择从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状况切入，考察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交流与争鸣，

发现其中的不足，寻求可能的提升进路。

　　笔者选择 《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刊载的所有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为样本，统计了
这些论文的引证状况，以之作为讨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发展状况，尤其是交流与争鸣

状况的基础材料。〔３〕同时，笔者选择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以及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间刊载的所有学术论述型文章作为参照对象。〔４〕通过比较分析这些论文的引
证状况，以期更为深入地发掘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特征与问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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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凡：《是不是正在发生？》，《中外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之所以选择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是因为这２５年基本见证了自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的发展历程，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之所以选择 《法学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将引证作为考察学术交流的切入点，首先需要作为研究样本的论文在引证上具备相当程度的规范性：当引证

时则引证，即实质意义上的引证与形式表现上的引证具有较高一致性。如此，透过形式上的引证来考察作者

本意上的引证 （即学术交流）才更为科学。如果该引证处未引证，那么，仅仅通过引证来考察学术界的交流

与对话，将有失科学性。《法学研究》作为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所刊论文的引证规范性整体上也

当属一流，因此，从保证研究科学性的角度，《法学研究》是最优选择。另一方面，尽管 《法学研究》代表

的是学术界的一流水平，但据此可以合理推论全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因此，将 《法学研究》作

为考察对象，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排除述评、综述、笔谈类文章，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

共刊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１４３篇。
《社会学研究》为双月刊，根据各年第 ６期上刊登的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总目录》、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６年总目录》、《〈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总目录》、《〈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年总目录》、《〈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９年总目录》，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社会学研究》共刊登各类文章３８２篇，排除 “书评”６６篇、“学术信息”
３９篇、“专题引言”２篇、“研究述评”和 “学术述评”１８篇，余下的 ２５７篇为本文的统计对象。《经济研
究》为单月刊，根据各年第 １２期上刊登的 《２００７年 〈经济研究〉总目录》、 《２００８年 〈经济研究〉总目

录》、《２００９年 〈经济研究〉总目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经济研究》共刊登各类文章 ４８８篇，排除 “书评及

其他”１５篇、“会议综述”２６篇、“学者纪念”４篇、“理论综述”８篇，余下４３５篇。其中２００８年第９期的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上）》与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的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下）》（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３０年研究课题组）为同一篇论文，且第９期的上篇未罗列参考文献，故二者合
并为一篇统计，因此，《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共有样本４３４篇。之所以将上述两刊物中的 “书评”、“学

术信息”、“专题引言”、“会议综述”、“学者纪念”排除，是因为其并非学术论述型文章；之所以将 “研究／
学术述评”、“理论综述”排除，是因为此类文章接近于 “文献综述”性质，其引证状况与一般的论文有较大

差异，不宜与一般的论文直接进行比较。

关于对照组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第一，选取 《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为对照组，是因为在国

内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发展较快、研究更为规范、学术交流更为频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

内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因而以它们为对照组能较好地观照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第二，笔者在后文中

仅就对照组的引证整体面貌、引证广度指标进行了统计，而未研究其引证深度。其原因在于，考察引证深度

需要对该学科知识较为精通，否则可能导致统计结果误差较大。笔者对经济学、社会学的掌握尚不够纯熟，

放弃该部分的比较，是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第三，选择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的 《经济研究》，将之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 《法学研究》做比较，是为了反映当下的研究面貌；而之

所以 《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为５年，《经济研究》为３年，是因为前二者为双月刊、后者为单月刊，
后者三年的论文量已超过前二者５年的论文量，引证量则与前二者的 ５年引证量相当或者远超。因此，其 ３
年的样本已具备足够的对照能力。



　　通过对引证状况的分析来把握学术研究的某些特点，苏力、〔６〕成凡、〔７〕凌斌、〔８〕崔
旺来〔９〕等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些学者关于引证的研究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某

种方式梳理并筛选出引证次数较高的作品，对其特性单独进行分析；一种则是以特定论文

群体的 “所有”引证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文献类型、语言、学科、地域、年代等特征。就

前者而言，其研究内容往往脱离母论文，引证作品本身既是其直接研究对象，亦是其研究

的最终落脚点；后者则有所不同，其研究内容往往并不脱离母论文，引证作品只是其部分

研究对象，母论文才是其落脚点。〔１０〕这两类研究虽然在具体路向上有所差异，但在研究的

切入点上则高度一致，即特别关注引证率，以引证率作为最为重要的参考、衡量指标。然

而，笔者以为，引证率固然重要，但不是衡量、评价引证及学术研究状况的唯一，甚至最

主要的指标。尽管也有一些研究扩展考察了引证的语言、地域、学科等特征，〔１１〕但目前尚

缺乏对引证的实质内容，尤其是引证的有效性 （体现了学术交流的深度）的研究，因此，

考察引证及相关学术研究的问题还可以从更为全面、深入与客观的角度展开。

　　有鉴于此，笔者在采取第二种研究路径的同时，从引证的整体面貌、广度、深度三个维
度切入，并设计了三组递进的评价指标：“引证的数量”、“文献综述的引证量”用于评估引证

的整体面貌；〔１２〕“引证的跨学科程度”、 “引证的国际化程度”用于评估引证的广度；〔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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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中国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参见前引 〔２〕，成凡文；成凡： 《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参见凌斌：《中国主流法学引证的统计分析———以 ＣＳＳＣＩ为数据基础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凌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一个引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凌斌：《中国法学３０年：主导作品与主导作者》，《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参见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
３期。
何谓研究内容是否 “脱离母论文”？举例而言，同为研究引证作品的跨地域性，第一类研究关注的是被统计

的引证作品中域外作品占多大比例，第二类研究则关注被统计的母论文中多少比例的论文含有域外注释、篇

均论文含有多少比例的域外注释。后者数据的计算均紧紧围绕着母论文进行。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包括：前引

〔６〕，苏力文；前引 〔８〕，凌斌：《中国主流法学引证的统计分析———以 ＣＳＳＣＩ为数据基础的一个探索性研
究》；前引 〔８〕，凌斌：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一个引证研究》；前引 〔８〕，凌斌：
《中国法学３０年：主导作品与主导作者》；何渊、徐剑：《中国刑法学三十年高影响论文之回顾与反思———基
于主流数据库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的引证分析》， 《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９年第 １０期等。第二种类型的研究包
括：前引 〔２〕，成凡文；前引 〔７〕，成凡文；前引 〔９〕，崔旺来文；王社坤：《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性因素实
证分析———基于 ＣＳＳＣＩ法学核心期刊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调查》，《法学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史晋川、张育
浩：《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开放与知识共享———基于中国社科期刊参考文献的比较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苏新宁主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等。
如：前引 〔２〕，成凡文；前引 〔７〕，成凡文；前引 〔９〕，崔旺来文；前引 〔１０〕，史晋川等文；前引 〔１０〕，苏
新宁主编书。

作者在写作时关注了他人相关作品且将他人作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融入论文中 （即 “学术交流”），由此便

产生了引证。因此，“引证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是否进行学术交流以及交流的频度，是引证统计

的基本单位。文献综述则是一种更为规范化、格式化、集中化体现学术交流的形式，因此综述的引证量也是

不可或缺的考察指标。

评估学术对话与交流是否充分，仅仅考察数量是不够的，更应关注与谁对话。因此，通过对 “引证的跨学科

程度”、“引证的国际化程度”的考察，能较为充分地展现刑事诉讼法学是否与其他学科、其他地域进行对

话，从而分析其学术交流的全面／偏狭性。



“引文被发挥、运用的程度”、“反对性引证的比例”用于考察引证的深度。〔１４〕下文的相关

研究将围绕这三组指标展开。

二、引证的整体面貌

　　为对引证状况有一个整体把握，笔者首先考察了引证的数量。〔１５〕统计结果显示，《法
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１４３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共有引证２１５９个，其篇均引证量为１５．１０
个，最小值为１９８７年篇均０个，最大值为 ２００８年篇均 ４５个 （参见图 １）。此外，１９８５—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９每五年的篇均引证量分别为
０．７６、２．４５、１４．５５、２６．７６、３５．４５个，增幅分别为 ６４％、４９４％、８４％、３２％，引证数量
呈不断增加的态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从纵向维度考察，样本
论文的引证数量整体上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

交流与争鸣趋于活跃？这还有待深入分析。

图１　 《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篇均引证量

　　作为对照组的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２５７篇样本共有 １４２１５个引证，篇均引证
量为５５．３１次，最大值１８７，最小值５；《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４３４个样本共１６９７９个

·８７·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１４〕

〔１５〕

即便对他人作品关注较多、关注的学科与地域面较广，也仅代表了对话或许是较为 “充分”的，却未必是

“有效”的。因此，在考察引证数量、广度的基础上，更应分析被引证文献在文中所起的实质作用：有些

引证仅仅是为了佐证作者的观点或是表明某种观点与说法的来源，有些引证的内容给予了作者较大启发，

被作者进一步发挥与运用。前者的交流深度、有效性当然不如后者。此外，学术交流的较高境界是 “争鸣”，

即两种相反意见的碰撞，因此，考察作者对被引证文献所持的支持或反对态度，也是评估学术交流深度的重

要指标。

如前所述，笔者统计的是 “引证”数量而非单纯的 “注释”数量，因此，一个注释中有多个引证的按多个计

算，注释中没有引证的则不纳入统计。此外，同一文献被多次引证的，考虑到每次引证的功能可能不同，按

多次计算。



引证，篇均引证量为３９．１２次，最大值 １６０，最小值 ０。〔１６〕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

的篇均引证量为３５．４５次，最大值６７，最小值２。如图２所示，其均值低于 《社会学研究》

与 《经济研究》。

图２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与 《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篇均引证量对比

　　除本文设定的对照组外，其他学者的同类研究结果也可作为比较对象。根据成凡对
《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法学》“法学”论文的统计，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间两刊物的篇均引证量
分别为２８．６９、１１．９８；〔１７〕而根据笔者的统计，同时期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

篇均引证量为１７．９１（参见图 ３）。〔１８〕此外，崔旺来的研究表明，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间 《中国

社会科学》所有论述性论文的篇均引证量为２１．６１，〔１９〕而同时期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

图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与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论文、

《中外法学》所有论文篇均引证量对比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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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社会学研究》与 《经济研究》的引证规范与 《法学研究》不同，采取的是在文末罗

列 “参考文献”，同时在正文中以括号简易标注的方式。笔者观察发现，正文中出现过的文献，文末参考文

献中均会出现；而参考文献中的部分文献，未必在正文中出现。就后者而言，尽管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引

证”，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术交流状况。同时，考虑到 《法学研究》多个引证按多次计算的统计方式

以及参考文献的 “汇总”性质，笔者采取以下计数方式：ａ．既在正文中出现又在参考文献中出现的，以正文
中出现的频次计数 （参考文献中出现的那次不计）；ｂ．未在正文中出现但在参考文献中出现的，计１次 （即

“参考文献”中的那一次）。第二，《经济研究》引证总量为０的论文为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的 《不断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点体会》（作者：张卓元），《２００７
年 〈经济研究〉总目录》将此文归类为 “理论经济学”，故本文并未将其排除在统计之外。除此文外，《经济

研究》的篇均引证最小值为８。
参见前引 〔７〕，成凡文。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法学研究》共４３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总计引证７７０次，故篇均引证量为１７．９１次。
参见前引 〔９〕，崔旺来文。



学论文的引证量为１２．２９（参见图４）。〔２０〕

图４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 《中国社会科学》所有论述性论文与 《法学研究》

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篇均引证量对比

　　文献综述是体现引证整体面貌的另一重要指标。所谓文献综述〔２１〕是作者在进行研究之
前对学界已有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梳理，因此，文献综述的引证数量也是反映学术交流状况

的重要指标。如图５所示，《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文献综述的平均引
证量为２．４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则为４．６７。相比较而言，《社会学研究》与 《经济研究》的文

献综述水平更高，综述的平均引证量分别达１４．００、１５．５７。

图５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社会学研究》、

《经济研究》文献综述的平均引证量对比

　　客观而言，平均２至４个引证量的 “文献综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献综述，充其量

不过是对既往研究只言片语的提及。就此而言，很难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已形成文献

综述的学术传统。社会学、经济学则不同，文献综述已成为固定的写作格式，是绝大部分

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有些论文本身就是综述。〔２２〕这可能反映出不同学科在历史传

承、尊重他人学术成果、凸显自我研究创新性等方面的差异。

　　综上讨论，不难得出以下初步结论：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量二十五年来
不断提高，这反映出研究者日益重视他人的研究，日趋注意通过引证这一途径来进行学术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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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 《法学研究》共２１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总计引证２５８次，故篇均引证量为 １２．２９次 （参见

图４）。
广义上，“文献综述”的对象可能包括两种：一是文章直接讨论的 “大论题”，二是文章某一部分涉及的 “小

问题”，前者即狭义的 “文献综述”。本文讨论的文献综述仅包括前者。

如前所述，《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共刊登 “研究述评”和 “学术述评”１８篇， 《经济研究》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共刊登 “理论综述”８篇。



交流；但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量低于社会学、经济学论文的情况，似乎又

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学术交流上还远未成熟。

三、引证的广度

　　对引证数量的考察只能使我们初步了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引证状况的概貌。如果要
全面细致地把握引证的具体情况，则需要对引证的广度和深度做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在此，

笔者将从引证文献的跨学科程度和引证文献的国际化程度两个角度展开分析。〔２３〕

　　 （一）引证的跨学科程度

　　诚如苏力所言，法学是一个独立学科，但并非能够自给自足的学科，尤其是在社会转
型加快、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２４〕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法学。如果说中

国刑事司法实践深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话，中

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也势必深嵌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体系

之中。至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这些相关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对话究竟密切到何种程

度，则可通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的学科知识类型看出一个大概。具体而言，可从

引证文献的 “外部多样性”（即引证法学学科之外的 “非法学学科”文献）与 “内部多样

性”（即引证刑事诉讼法学之外的 “其他法学学科”文献）两个角度展开。〔２５〕

　　１．外部多样性的考察
　　从整体上看，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所有引证文献中，法

学学科占绝对多数，达９５．２３％，而 “非法学学科”的引证文献仅占４．７７％。从纵向上看，
除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外，〔２６〕１９８７—２００９年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对非法学学科文献的引证比例
较低。最高的是 １９８８年，引证比例为 １４％，而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则完全没有。这或许有学术规范方面的原因，也或许与研究主题有关。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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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读者认为，用这两个指标考察学术交流的广度并不科学，原因在于规范法解释学的研究并不需要引证

太多外部学科的文献，纯粹中国问题的研究似乎也不需要引证域外文献。但是，规范法解释学的研究在所有

样本中只是一小部分，尤其是近年来比例并不高。而且如果法解释学论文过多，本身就说明了学科的封闭性。

就后者而言，中国问题只是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理论则皆可源于域外。正如后文所示，经济学、社会学

也有大量研究中国问题者，但依然较多引证域外文献，尤其是域外研究中国的文献。因此，这两个指标似乎

并无不妥，从中仍可观察到诸多问题。

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页，第２１页。
按照苏力的区分，政法法学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政治／法律思想，诠释法学的主要理论资源则来自于法学专业著
作，这二者在传统意义上一般都可视为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而兴起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的社科法学开始
运用和依靠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 （参见前引 〔２〕，成凡文）。受惠于苏力的这一知识类型分类框架，笔
者提出了分析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知识类型的 “外部多样性”、“内部多样性”指标，以对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的跨学科程度进行更为方便与深入的分析。另外，与苏力将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归入法学学科内部知识

不同的是，笔者所指的 “外部多样性”参照的是狭义的 “法学”概念，同时， “内部多样性”所指之 “内

部”亦是指狭义的 “法学”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是例外。１９８５年 《法学研究》共刊发１２篇刑诉论文，其中７篇没有规范性引
证，其他５篇共有１０次引证，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４个，外部引证比例为４／１０＝４０％；１９８６年 《法学研究》

共刊发６篇刑诉论文，其中４篇没有规范性引证，其他２篇共有引证８个，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６个、报纸新
闻１个，外部引证比例为７／８＝８７．５０％。由于该两年的论文引证规范性不足、引证总量过少，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上的分析价值。



管怎样，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些年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学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交流甚少

（参见图６）。

图６　 《法学研究》１９８７—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比例

　　进一步的横向比较也可以发现，外部多样性水平的确不高。如图 ７所示， 《社会学研
究》、《经济研究》的外部引证比例分别为 ３４．６２％、６．０１％。而 《法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比例仅为４．２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研究外部引
证率高、经济学研究外部引证率低，在国际上亦属普遍现象。例如，雅诺什·科尔奈的研究发

现，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参考文献为其他学科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３４．２％、１１．１％，〔２７〕

皮特斯和鲍姆加特纳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学研究的参考文献为其他学科的比例仅有 １０％。〔２８〕

这或许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都较为成熟有关。〔２９〕

图７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与 《社会学研究》、

《经济研究》的外部引证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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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科学各学科：分离还是融合？》，孟凡玲译，《比较》第 ２７期，第１页以
下。转引自前引 〔１０〕，史晋川等文。
ＳｅｅＲ．Ｐｉｅｔｅｒｓ＆Ｈ．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ＷｈｏＴａｌｋｓｔｏＷｈｏｍ？Ｉｎｔｒ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２００２），ｐｐ．４８３－５０９．转引自前引 〔１０〕，史晋川等文。
此外，史晋川等对 《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的同类研究发现，２００８年三刊物所发表论文
的 “参考文献”中其他学科的比例分别为 １９．１２％、４４．５６％、１６．２５％。考虑到统计对象有差异，两位学者
的统计数据与笔者的统计数据不宜直接比较，但依然可以佐证笔者的研究 （两位学者的研究与本文有两个差

异：第一，其研究对象为 “参考文献”而非 “引证”，且未对 “参考文献”的具体统计方法进行说明，尤其

是对并无文末 “参考文献”的 《法学研究》；第二，其对 《法学研究》的统计涵盖了所有论文，而本文仅限

于考察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参见前引 〔１０〕，史晋川等文。



　　进一步分析发现，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是刑事诉讼法
学论文外部引证的主要对象，分别占整体外部引证文献数量的３７．８６％、１８．４５％、１２．６２％、
５．８３％、４．８５％ （参见图８）。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证主要集中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中期以前，对其他非法学学科文献的引证则更多集中于这之后。在笔者看来，这一情况

可能表明了两点：第一，如果说这些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法学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

有所交流的话，也是与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社会学等的交流更多。第二，这一外

部引证数据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大致情

况：对哲学文献的引证居首大致可以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思辨式的纯理论研究较

为流行；对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的引证较少，则可以认为跨科学的交叉研究较为缺

乏，研究视角与方法较为规范、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文献的引证在近十年有明显

增加。这可能说明思辨式的纯理论研究开始式微，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已为学界所重视。

图８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比例

　　作为对照组的 《社会学研究》的外部引证中，占比５％以上的包括经济学３０．７３％、政治

学１８．３７％、历史学８．５１％、心理学７．８２％、哲学７．５２％、法学６．８５％、官方资料５．４９％；

《经济研究》的外部引证中，占比５％以上的包括官方资料２３．６３％、社会学１７．４５％、管理

学１０．３９％、政治学１０．２０％、历史学 ５．４９％、法学 ５．２０％。〔３０〕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

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外部引证文献的知识类型为哲学２１．２８％、社会学２１．２８％、经济

学１２．７７％、政治学６．３８％ （参见表１）。

　　需要指出，一个学科学术成果的外部引证率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该学科的开放程度。

客观而言，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法学研究显得相对稚嫩，而在法学研究中，刑

事诉讼法学相较于法理 （哲）学、法制史学、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等学科，其问题

域或者说专业槽显得相对狭窄。〔３１〕但这并不意味着刑事诉讼法学学科的自治性就很强，毋

需其他外部学科的支撑，也无须与其他外部学科进行沟通与对话。在笔者看来，刑事诉讼

法学不仅需要抽象层面的价值讨论与争鸣，更需要关注中国刑事诉讼法律运行的实践。从

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实践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人文活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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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资料主要包括官方的统计数据、文件、领导人讲话、政府报告等。

例如，以法解释学研究为例，刑事诉讼法解释的法律文本主要为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规章，

而民商法学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民商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刑事司法实践相对于民商事法律实践而言是一

个较为简单的系统，与当下中国丰富多样的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似乎也不如民商事法律紧密。



动现象，因此，刑事诉讼法学不仅需要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

支持，也需要与这些学科进行对话、交流。

表１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与 《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外部引证比例对比

期 刊

学 科

《法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刑事诉讼法学论文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政治学 ６．３８％ １８．３７％ １０．２０％

经济学 １２．７７％ ３０．７３％ —

哲学 ２１．２８％ ７．５２％

历史学 ８．５１％ ５．４９％

社会学 ２１．２８％ — １７．４５％

心理学 ７．８２％

官方资料 ５．４９％ ２３．６３％

法学 — ６．８５％ ５．２０％

管理学 １０．３９％

其他比例低于

５％的学科
３８．２９％ １４．７１％ ２７．６４％

　　２．引证的内部多样性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外部引证比例相当低，更多的引证
局限于法学学科内部。那么，据此是否可以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虽然与法学之外的

其他学科沟通、交流有限，但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对话、争鸣较为常见？结论或许并非如此。

对引证状况的进一步细致考察发现，二十五年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的法

学文献中，刑事诉讼法学的比例高达 ８７．２３％，“其他法学学科”仅占 １２．７７％。而在 “其

他法学学科”中，７１．０１％为法理学，１８．４８％为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５．０７％，宪法、民
商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比重均不足 ５％ （参见表 ２）。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

法学研究的相对封闭性，以及主流研究者对刑事诉讼相关制度价值层面的高度关注和研究

方法上的思辨性。

表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的内部多样性

刑事诉讼法学 ８７．２３％

其他法学学科 １２．７７％

法理学 ７１．０１％

刑法 １８．４８％

民事诉讼法学 ５．０７％

宪法 ３．９９％

民商法 １．０９％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０．３６％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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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引证的国际化程度

　　 “一位法律家……只有具备有关外国法律制度的知识，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３２〕

这一判断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同样适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引证

的国际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他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相关研究的了解

程度，以及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理解程度。例如，与他国刑事诉

讼法律、制度及理论研究相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特色、优势和不足何在？我

们的研究为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带来的知识增量是什么？他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及

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参照对象、学习模板和理论工具？这些正是笔者关注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引证国际化程度的初衷所在。具体而言，笔者将从引证文献的 “内容”是否涉及其他

国家／地区，以及引证文献的写作 “语言”是否为汉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两个角度切入。〔３３〕

　　１．引证文献的 “内容”是否涉及其他国家／地区
　　统计发现，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的 “内容”涉及

其他国家／地区的数量明显增加，但在引证文献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并不太大。除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９年外，〔３４〕其他年度的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均引证了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文献，占
所有引证数量的４５．７６％ （见图９）。其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的比例最高，达６０％以上。〔３５〕

　　引证内容的国际化现象表明，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移植扩大化的背景下，其他国家
与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理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以及比较法

研究方法的广泛流行。当然，这一现象也折射出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国家在刑事诉讼法律、

制度与知识的输出、输入中的处境。

图９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的内容

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比例 （单位：％）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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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德］Ｋ·茨威格特、Ｈ·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中译本序言。

前者的划分标准是引证文献的内容而不论其语种，后者的划分标准是引证文献的语言种类而不论其内容。例

如，卡斯东·斯特法尼等的 《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属于前者而不属于后者。

《法学研究》１９８７年共有８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没有一个引证；１９８９年６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共有６个
引证，内容均未涉及其他国家／地区。
１９９９年３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共有３８个引证，其中２４个涉及其他国家／地区，２４／３８≈６３．１５％；２０００年
５篇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共有１０３个引证，其中６２个涉及其他国家／地区，６２／１０３≈６０．１９％。



　　此外，《法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的平均比例为４９．６８％，作为对照组的 《社会学研

究》、《经济研究》则分别为４９．２７％、５８．２０％ （见图１０）。

图１０　 《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

引证文献的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平均比例对比

　　进一步分析这些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引证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德、日、
英四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域外对象，内容涉及这些国家的引证文献比

例分别占引证总数的３６．９４％、１４．１７％、１１．１３％、９．７２％，合计７１．９６％；此外，内容涉
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国、苏／俄、意大利的引证比例分别为７．４９％、６．７８％、３．２４％、１．９２％
（参见图１１）。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的域外引证对象以发达国家，尤其是两
大法系的重要国家为主，兼及少数其他发达国家／地区，显示出引证的有限性与制度改革效
仿目标的单一性。〔３６〕

图１１　引证内容所涉其他国家／地区的分布状况

（《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

　　表３展示了对照组的情况。《社会学研究》引证所涉最多的国家分别为美国 ５２．８９％、
英国１１．８８％、法国１０．０８％、德国６．１３％； 《经济研究》引证所涉的国家中美国 （６４．６４％）、
英国 （７．６３％）、欠发达国家 （５．６６％）较多。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引证所涉最

多的国家／地区为美国 ３９．３８％、德国 １６．１２％、日本 １２．６４％、我国台湾地区 ７．３３％、英
国６．５９％、法国６．２３％。总体而言，无论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经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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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内容涉及美国的引证文献所占比例高达３６．９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的视
野中，美国或许被认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参照系。



济与政治上的强势国家均是主要的研究与参照对象。但与此同时，经济学对涉及欠发达国家

的文献保持了一定的引证率。这似乎显示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改革尚处于模仿 “先进”

国家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则处于既借鉴发达国家又类比相似国家的阶段。〔３７〕

表３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与 《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

引证文献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比例对比

期 刊

国家／地区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美国 ３９．３８％ ５２．８９％ ６４．６４％

英国 ６．５９％ １１．８８％ ７．６３％

德国 １６．１２％ ６．１３％

法国 ６．２３％ １０．０８％

台湾 ７．３３％

日本 １２．６４％

欠发达国家〔３８〕 ５．６６％

其他比例低于５％的国家 １１．７１％ １９．０２％ ２２．０７％

　　２．“语言”是否为外语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对外语文献的引证数量逐步增加。如

图１２所示，２０００年以前外语文献的引证还非常态：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的１５年间有９年都没有引

图１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外语文献情况 （单位：％）

·７８·

从引证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３７〕

〔３８〕

事实上，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制度建构性较强，而经济学、社会学往往围绕某种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差异也

是导致关注区域不同的重要原因：注重建构往往眼往高处看，注重解释则更可能往平处看。然而刑事诉讼法

学并非秉持实证精神进行建构，秉承实证精神就应当更多地关注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国家。发现问题、解释

问题的归宿也在于建构，因此毋宁说社会学、经济学是在进行实证式的建构。

此处“欠发达国家”并非统计的原始数据，而是数个欠发达国家相应的数据之和。这些国家的比例均低于 ５％，
理应归类于“其他比例低于５％的国家”，但考虑到其“欠发达”的共同属性有利于本文的分析，故将其单列出
来。此外，这里笔者只计算了能够明确归入“欠发达”国家的文献；另外一些不具有明显辨识性者（如以“亚

洲”、“非洲”、“东南亚”等区域为研究对象，而该区域内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欠发达国家），并未被纳入统计；因此

实际的数据可能比５．６６％更高。



证外语文献，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则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引用外文一手资料。其中最高为１９９３年的
２３．０８％，〔３９〕２５年的平均比例为９．３６％，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的比例为１２．４７％。作为对照组
的 《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引证文献为外语的比例分别高达４８．３３％、６７．７８％。由此
可见，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对外语文献的使用程度逐步提高，但较之社会学、经济

学，依然相当低。换句话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同行之间的沟通、交流程

度仍然有限。

　　进一步分析发现，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文献中英语、

日语、德语、法语文献的比例分别占所引外语文献总量的９０．５９％、５．９４％、１．４９％、１．９８％。
显而易见，英语文献占据了绝对多数，这与对照组的情况类似： 《社会学研究》、 《经济研

究》所引外语文献中９５％以上为英文 （参见表 ４）。这或许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语国家及英语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

表４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与 《社会学研究》、

《经济研究》所引外语文献语种比例

期 刊

语 言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英语 ９１．９７％ ９５．８７％ ９９．７０％

法语 ２．９２％ ３．４４％ ０．１５％

日语 ４．３８％ ０．２３％ ０．０１％

德语 ０．７３％ ０．３３％ ０．０６％

其他 — ０．１３％ ０．０８％

　　对比分析以上两个国际化指标可以发现，《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 “内容”

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引证量明显高于 “语言”为外语的引证量。２５年间共有９８８条引文内
容涉外，同时却只有２０２条引证的语言为外语，后者仅占前者的２０．４５％。据此，可以大致
判断：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对域外的了解多数是基于中文译作而非外文资料。应该说在互

联网和数字化出版的时代，外语文献的获取已经不再是问题。在此条件下，外语文献引证

程度如此之低，要么表明我国学者主观意识上并不重视获取一手的外文资料，研究者的国

际化视野受限；要么说明我国学者的外语能力不强，以致影响了对外文资料的获取与利用；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不能不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与反思。

　　观察图１３可以发现，《社会学研究》与 《经济研究》的引证内容与语言涉外的数量极

为接近，由此可以认为，我国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更多是直接通过外文一手资料了解域外

情况。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中 “语言”为外语的文献甚至超过了 “内容”涉外的文献，这

意味着经济学引证的 “外语”文献中不乏研究 “中国”问题者。事实上， 《社会学研究》

亦是如此，但由于其 “外语” “涉中”文献少于 “中文” “涉外”文献，后者将其中和了，

故无法在图中体现出来。这反映出经济学、社会学能够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中国问题，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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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１９９３年３篇论文，共有１３个引证，其中３个为外语文献，３／１３≈２３．０８％。



由此，相应的研究或许更能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与把握，从而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探寻

到更有效的解决途径。

图１３　 《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

“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与 “语言”为外语的引证数量对比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内容为德国、法国、
日本、英美的引证数量分别为１４０、６７、１１０、４６１，相反却分别仅有３、４、１２、１８３条引证
的语言为德语、法语、日语、英语 （参见图１４），后者分别占前者的２．１４％、５．９７％、１０．９１％、
３９．７０％，这意味着我们对德国、法国、日本、英美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二手的翻译资料。这
同时表明，由于研究者掌握的外语主要为英语，关于德国、法国、日本的二手资料比例较

英美更高。

图１４　 “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与 “语言”为外语的引证对比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

　　这也可由热门译著的地域分布状况侧面证实。以累计被引证超过１０次的域外译作 （法

典与案例除外）为例，如表 ５所示，其中涉及英国的为 《英国刑事司法程序》，被引证 １０
次；涉及美国的包括 《刑事证据大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伟恩·Ｒ．拉费
弗等的 《刑事诉讼法》三本，合计被引证 ４３次；涉及日本的包括田口守一的 《刑事诉讼

法》、松尾浩也的 《日本刑事诉讼法》，共被引证３１次；涉及德国的包括魏根特的 《德国刑

事诉讼程序》、克劳思·罗科信的 《刑事诉讼法》，共被引证４１次；涉及法国的仅 《法国刑

事诉讼法精义》一本，被引证２１次。而２５年间内容涉及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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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总量分别为 ９６、３６５、１１０、１４０、６７次，故上述热门译作分别占该国引文的 １０．４２％、
１１．７８％、２８．１８％、２９．２９％、３１．３４％。由此可见，英美文献中，热门译作所占比重较小，
约十分之一左右；而日、德、法文献中，热门译作所占比重较大，约三分之一左右。

表５　累计引证超过１０次的译作 （法典、案例除外）

（《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

作品名 累计引证次数

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 ２６

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２１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 ２０

乔恩·Ｒ．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 １８

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 １５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１５

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 １１

伟恩·Ｒ．拉费弗、杰罗德·Ｈ．伊斯雷尔、南西·Ｊ．金《刑事诉讼法》 １０

麦高伟《英国刑事司法程序》 １０

　　此外还需注意，上述热门译著大都具有教材性质。这或许表明，我国学界对国外刑事
诉讼法律、制度的了解相对肤浅，还限于最基本的介绍；国内相关研究可能还处于讨论法

律、制度对比、借鉴的阶段，尚未深入到对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原理的讨论。与此相应，

一些他国学界较为主流、学术价值较大的经典之作，还未引起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足够

重视。以米尔伊安·Ｒ．达玛斯卡为例，其学术理论受到西方学者的持续高度重视，〔４０〕但我
国学者极少引证他的著述，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其代表作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

种面孔》在被统计的论文中仅被引证６次。

四、引证的深度

　　除引证的总体数量、范围外，学术界是否有良好的交流乃至争鸣氛围，相当程度上还

与引证的 “质”相关，即引证的深度。笔者认为，这可从 “引文被发挥、运用的程度”与

“反对性引证的比例”两个指标来观察。

　　根据引文被发挥、运用的程度，笔者将引证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佐证式、讨论式、运
用式，分别代表浅度引证、中度引证、深度引证。所谓 “佐证式”引证，即引文仅被用来

证明作者的某个具体观点，甚至直接用引文代替论证，而不对引文展开分析与讨论。“讨论

式”引证则相当不同，不仅引用，还会对引文进行分析、说明甚至评价。“运用式”引证不

仅引证他人成果，且将其灵活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根据具体语境适当发挥，作为驾驭文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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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达玛斯卡教授被美国比较法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其学术见解曾构成五次专题研讨会的主题。参见左卫民：

《认真对待达玛斯卡》，《读书》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章的工具、指导文章的框架。根据运用的不同层次，运用式引证又大致包括具体应用式与

宏观建构式，前者是将他人成果应用到微观、中观层面的某个问题上，后者是将其作为整

个文章的建构基础、理论主线、思想灵魂。然而，不论哪类运用式引证，均建立在作者对

他人成果充分理解、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且被引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延展性。

　　如表６所示，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八成以上都为佐证式。且较之 ２５
年间篇均引证量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显著增加，佐证式引证的比例则是基于高起点的平

稳增长：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９每五年佐证式
引证均有一定量的增长，其比例分别为４８．４８％、６３．３８％、７４．９１％、８１．０２％、８７．２６％。
与之相反，讨论式引证的比例却逐年稳步下降，每五年的比例分别为 ３９．３９％、３６．６２％、

表６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深度的分类统计〔４１〕

　 （注：１９８７年全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均无规范性引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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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由于各年份的样本数量不同，此处每五年、二十五年的平均比例，并非表格中各年份对应比例的平均值。如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佐证式引证的比例，系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所有佐证式引证的数量／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所有引证的总
量”。其他数据同理。



２１．３１％、１６．２９％、１２．５６％。而运用式引证的比例非常低，２５年间平均不到２％，且大多
数为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应用，而非宏观层面的建构式引证。此外，１４３篇文献中有 １３篇
不同程度地含有运用式引证，占所有文献的９．１％，这也表明运用式引证非常少见。
　　在笔者看来，佐证式引证较多、讨论式引证较少，或许与研究者的研究态度、精神有
关。佐证式引证可能体现了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态度，即研究者已经确定了自己

的观点，引证只是为了证明、支撑自己的论点。此时研究者往往更关注那些与自己观点相

同的文献，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不同观点；或者更关注他人观点是否能为己所用，而不

太关注他人为何这样说、背景是什么。相反，当研究者抱着客观、谦虚的研究态度，秉持

穷究、审慎的研究精神时，就会一并考虑与自己相同和相异的观点，就会在关注他们说什

么的同时还考量为何这样说、前提是什么等深层次问题，从而就可能在自己的论文中对各

种观点进行阐释、分析与评价。此时的引证更多会表现为讨论式。当然，根据研究者自己

的固有观点而选择性地获取某些信息或忽略某些信息，以及对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更容

易不假思索地认可，或许是人类的心理本能，但科学研究需要我们尽力克服这些可能导致

偏见的心理本能。而运用式引证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整体理论水平不高

有关，大多数理论只能适用于个别情形、解释个别现象，很难说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与阐

释力。

　　根据作者是否对引文表达明确的反对与批判意见，可将引证大致分为反对性引证、非反
对性引证。前者即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引文的观点，后者即没有对其明确表示反对。〔４２〕

统计发现，２５年间反对式引证占１０．１９％，并呈明显下降趋势：从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的３４．４８％，
下降至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６．５５％ （见图１５）。

图１５　反对式引证所占的比例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

五、进一步的阐释与结论

　　经由上述从引证数量、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呈现出整体上交流不足、交流广度不够、欠缺深度等问题。如果与社会学、经济学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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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存在大量既不对其明确表示肯定，也不明确表示否定的引证，故此处未使用 “肯定式”

引证这一表述。此外，“反对式”引证与 “非反对式”引证并非 “讨论式”引证的下属分类，而是与 “佐证

式”、“讨论式”、“运用式”引证相并列的分类方式，因为存在对某一引文单纯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未对其展开

说明 （尤其是没有说明为何不同意）的引证。



对比，上述问题更为突出。接下来，本文进一步阐释实证分析观察到的现象与问题。

　　 （一）整体上交流不足

　　首先，从纵向来看，２５年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
表明学界不仅越来越关注他人的研究，而且更多以规范化的方式显现对他人作品的关注。

但同时也应注意，早期的论文鲜有引证并不表明学界没有交流与对话，只不过这种交流与

对话没有通过引证的形式体现出来；〔４３〕而后期的引证数量增加与规范化也并不必然表明实

质性的沟通、交流在增加。不管怎样，基于引证越多则关注、交流越多这一判定，应当承

认２５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交流与对话有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从横向来看，我国刑
事诉讼法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依然有提升的空间。

　　一方面，与对照组的比较揭示出，《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量并不算高，
这说明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对话与交流尚待加强。如前所述，《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

的引证量低于 《社会学研究》与 《经济研究》，也低于成凡、崔旺来关于 《中国社会科学》

的统计数据，其间的差距自不待言。因此，不仅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数

量，而且整个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数量〔４４〕都应增加，从而提高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对话

与交流水准。

　　引证数量是衡量一个学科交流程度的重要指标：引证较多当然直接表明对他人研究的
关注较为充分，引证较少则可能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可能是引证的规范性不足所致，即

事实上关注并援引了他人的研究却未引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作者与以往的研究存在一

定程度的交流，但其并未将这种交流通过显见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不利于未来的研究者／读
者与该作者及过往研究展开良性有效的对话。其二，《法学研究》是国内法学领域的核心刊

物，其引证规范性在国内也当属一流，但即便如此，排除有关注、无引证的情况，也依然

有一些情况是无关注、无引证。由此而言，《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较低的引证量在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界交流不足、缺乏对话。

　　另一方面，文献综述上的不足也反映出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尤其是学术规
范尚需加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鲜有严格意义上的文献综述，这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学术传统不同。长期以来，法学论文并不注重研究文献的梳理，研究者也未形成针

对研究主题做文献综述的写作习惯。与之相反，文献综述已成为社会学与经济学论文的固

定格式与规定动作，研究者也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学术传统予以继承、发展。法学论文缺乏

文献综述传统，是否就说明其不注重学术交流与对话，这当然不能武断地做出结论。不过，

鉴于文献综述可以较好地体现基本的学术传承与学科的发展脉络，而且也能反映研究者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状况，因此，包括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在内的整个法学论文都需要在文献综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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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按照苏力的观点，这几乎是世界各地前现代学术制度的基本特点之一。参见前引 〔２４〕，苏力书，第４０页。
我们可从 《法学研究》刑诉论文的引证量大致推导出全国刑诉论文的整体引证水平。据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影响力报告》，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 ＣＳＳＣＩ法学类论文篇均引文量为９．４２，同期 《法学研究》刑诉论文为篇

均２６．７６，超过全国法学平均水平三倍左右，由此我们可粗略估算全国ＣＳＳＣＩ刑诉论文引证水平可能大致只有
本文统计量的１／３左右，即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或许平均 ５次左右，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或许也仅平均 １２次左右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 《法学研究》刑诉论文的篇均引证量为 １５．１０，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引证量最高，篇均
３５．４５次，因此可粗略推算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 ＣＳＳＣＩ刑诉论文引证量大致在 １５．１０／３≈５次、
３５．４５／３≈１１．８次），这一数据绝不算高。参见前引 〔１０〕，苏新宁主编书，第７７５页。



述上有所作为。其二，期刊篇幅所限。必须承认，文献综述往往需要占据较大篇幅，会耗

用期刊的文章容量。因而，在期刊容量有限的情况下，篇幅可能是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文献

综述不足的客观原因。不过，我们不能将这一因素夸大，因为期刊篇幅有限的问题在社会

学、经济学期刊中同样存在，但它们的论文却在文献综述方面下足了功夫。其三，研究者

缺乏严谨的研究态度与科学精神。 《法学研究》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文献综述严重不足，对

此，当然不能排除作者并未对已有研究进行严谨、规范的梳理，其总结不过是建立在自己

有限阅读所得的大体经验与印象之上。这显然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管是何种原因

导致了文献综述的欠缺，我们都必须承认如下事实，文献综述的不充分、不规范，肯定不

利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对话，读者也不能据此了解已有的相关研究，从而难以真正理解、

把握与判断当下研究的学术创新与价值。事实上，我国学术论文存在低水平重复、缺乏创

新的现象往往与此相关。

　　 （二）交流的广度不够

　　上文对引证广度的考察还揭示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交流与对话的范围较为狭窄、
对象较为单一，这影响了学术研究的交叉性与比较法研究的深入。

　　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对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很不足，相关交流也不充分。这
主要表现为九成以上的引证来源于法学且其中接近九成为刑事诉讼法学，而对其他法学学

科的引证也主要集中于法理学。这足见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较少关注其他学科，而已有的

关注也有相当的局限性。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有着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

范式的学科以及与刑事诉讼法学关联性较大的学科尚未引起充分重视。这表明刑事诉讼法

学与其他学科鲜有交流，表现出学科的封闭性与研究的自洽性。显然，这既不符合学科交

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也不利于知识生产与学术创新。

　　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关注有较大的局限性。实证考察
显示 “内容”涉及域外国家／地区的引证占４５．７６％，比例并不算低 （与经济学、社会学相

当），这表明刑事诉讼法学者较为关注其他国家／地区，也印证了比较法研究方法在刑事诉
讼法学界的流行。尽管如此，这一关注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上文的考察显示，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 “内容”涉及其他国家／地区与 “语

言”为外语的比例反差较大，这揭示出刑事诉讼法学者或许还欠缺语言能力与充分的交流

机会来研读、把握域外的理论与实践。受语言能力所限，我们只能大量通过中文译作 （以

及少量英文论著）了解域外，了解的广泛性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一方面，译著不可避免

地涉及译者的主观选择与加工，导致我们所了解的可能并非作者的本意，更不可能全面了

解域外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现状和脉络；另一方面，由于译著更新缓慢，导致我们对

域外的认识长期停滞在少数热门作品、典型 （局部）制度的介绍上，对域外国家刑事司法

及相关理论的全面、全新动态把握不足。

　　其二，统计数据还显示，内容及语言涉外的引证主要集中在美、德、日、英、法五国，
足见刑事诉讼法学者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地域范围较为有限。作为对照组的经济

学则不然，一些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是其关注的对象。同时，笔者还发现，社会学、

经济学学者均对发达与不发达的亚洲国家予以关注 （分别占所有域外国家的７．７８％、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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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各方面的情况相似度更高；较之欧美国家，亚洲国家与

我国的制度、文化背景更为相似。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的改革，均离不开该国一系列背景

的支撑与制约。刑事诉讼法作为涉及利益主体最广、公权与私权冲突最为尖锐的部门法之

一，更应密切关注与我国具有相似制度、文化、经济背景的国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但这并未引起刑事诉讼法学者的重视。

　　其三，由于刑事诉讼法学者掌握的外语主要为英语 （占外语文献的 ９０．５９％），因此对
英美国家的了解更为便利，渠道相对更宽广 （日、德、法的二手资料约占九成，而英美约

占六成），对日、德、法的了解则主要通过译作且局限于少部分热门译作，尤其是教材性质

与入门性质的译作。就此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域外国家的关注既狭隘又肤浅。考

虑到我国历史上的法系相似性、传承性更接近大陆法系国家，这一状况实在令人遗憾。因

此，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界应加强小语种的学习，拓宽学术交流的广度，提升交流的有效性。

　　 （三）交流缺乏实质性与深度

　　学术研究中的深度关注、交流乃至学科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是对他人研究的实质性讨
论、分析与运用、发展。而前文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佐证式引用过

多 （８２．３５％），这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仅仅停留在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浅层次理解与简
单引证上；讨论式引用过少 （１６．１２％），则反映出学者仅在很少数情况下对他人研究进行
了深入理解并就此展开对话；而运用式引证比例极低 （１．５３％），又体现出学者不注重对理
论的发挥、运用。这些不仅表明学术交流的深度不够，也解释了刑事诉讼法学界之所以难

以形成围绕某种学术观点的学术争鸣与学术流派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讨论式引用不断

下降、佐证式引用稳步上升，或许暗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并不一定处于良好的发展态

势，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诸多令人不安的忧患。总之，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引证以佐证

式为主、很少讨论、鲜有运用，表明刑事诉讼法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各说各话、有发言

无倾听、有发表无积累的状态，这不仅与通过讨论推动学术发展这一道路相悖，更不利于

学术的进步与创新。

　　此外，反对式引证比例较低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则进一步说明学术交流的深度不够。
早期学界有相对浓厚的讨论、批判氛围，其原因或许与时逢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初创

时期，论题较为集中，学术交流平台相对单一，信息流通较为缓慢，学者知识谱系较为一

致以及当时的争鸣气氛较浓等因素有关。之后，现代学术制度逐渐对我国产生影响，学者

的引证意识迅速增强，但其形式上受到的影响与改变大于实质，即引证数量明显增加，但

反对式引证不断减少。这表明学者越来越关注自身想要表达什么、证明什么，却不甚在乎

他人在说什么、与自己有何异同；即便对他人观点有所异议，往往也较少大胆鲜明地展开

学术批评。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法学界表面喧闹的背后实际上是自说自话、缺乏交流与

争鸣。

　　学术文献的引证不仅仅是学术伦理问题，更深层次上它还是整个学术领域研究思路、
方式、风格乃至学术共同体格局型构的体现与支撑，构成学者就某一论题进行阐析的支架、

学者间交流与争鸣的重要平台、学术共同体充分形成的基础以及学科良性发展并最终转化

为实践成果的关键因素。通过对 《法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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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发现，一方面，从历史维度来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沟通、交流渐趋加强，且日

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引证数量显著增加、对域外相关研究日趋关注；但另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实质性互动尚待加强，这主要表现为文献综述不足、与其

他学科缺乏交流、对域外的关注范围有限以及关注深度不够。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

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未来应当加强对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汲取，重视基于讨论、运用

的学术引证，营造更为真实、充分的交流与争鸣氛围，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刑事诉讼

法学的良性发展，最终打造具有中国特质且高度创新的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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